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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视角， 本文以 2011 年—2018 年全国 279 个地级市为样本， 构建数字经济指数， 

采用多种计量模型实证检验了中国数字经济与劳动生产率的关系。结果表明， 数字经济显著提升了劳动生产率。数字经济

促进了第二、 三产业劳动生产率的提升， 但对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提升没有显著效应。在变换样本、 调整回归方法和使用政

策外生冲击检验后发现， 该结论具有稳健性。影响机制分析显示， 产业结构升级、 创新创业是数字经济提升劳动生产率的重

要机制； 数字经济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 即这种促进效应在东部地区和沿海地区更为显著。研究结论为发挥

数字经济红利， 寻找提升劳动生产率新动能提供了理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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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constructs a digital economy index based on the sample arising from 279 
prefecture-level cities in China from 2011 to 2018， and empirically test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s 
digital economy and labour productivity using various econometric model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digital economy has promoted the improvement of labour pro⁃
ductivity in the secondary and tertiary industries， but has no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improvement of labour 
productivity in the primary industry.  After changing the sample， adjusting the regression method and con⁃
ducting policy exogenous shock tests， the conclusion is found to be robust.  The analysis of the influencing 
mechanism shows that the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are important 
mechanisms for the digital economy to enhance labour productivity.  There is regional heterogeneity in the 
impac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on labour productivity， with this promotion effect being more significant in the 
eastern and coastal regions.  The research conclusion provides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tapping into the divi⁃
dends of the digital economy and finding new drivers to enhance labour produ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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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数字经济作为新兴技术和先进生产力的代表， 已
成为当下应对经济下行压力和推动经济双循环发展

格局的关键抓手。根据《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2年）》

发布的数据， 2022 年， 我国数字经济增加值高达

50. 2万亿元， 占比达到41. 5%， 总量稳居世界第二［1］。

这表明数字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不断提升， 正逐

步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数字经济是一种

以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的新型经

济形态， 包含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众所周知， 
劳动生产率直接决定着地区收入水平和经济发展水

平。在大数据、 信息技术、 人工智能等数字经济技术

快速应用的时代， 不少发达国家劳动生产率增速缓慢， 
例如， 美国、 英国、 法国等， 且这种现象逐渐在新兴

经济体中出现。问题最早可以追溯到 1987 年， 索洛

提出的“信息技术生产率之谜”， 或者说是“信息技术

生产悖论”， 虽然企业投入了大量 ICT 资源， 但是从

生产率统计角度看却收效甚微， 也就是对劳动生产率

的促进作用并不大， 甚至没有作用。随后， 部分研究

提出信息技术的生产率效应可能在不同的国家存在

异质性［2］。

自数字经济这一概念提出后， 世界各国开始加强

对数字经济发展的研究。由于各国对数字经济内涵

的界定缺乏统一标准， 加上新模式和新业态的不断涌

现， 使得数字经济的核算和评价变得十分困难。梳理

文献发现， 数字经济的核算及评价主要有两种方法： 
对比法和直接法。万晓榆等构建了包含数字融合、 数
字基础设施和数字产业这三个维度的评价指标体系， 
并基于省份层面数据进行了测度［3］ 。焦帅涛等构建了

一个包含数字化应用、 数字化基础、 数字化变革和数

字化创新的指标体系， 并采用综合评价法对省域数字

经济发展水平进行了测算［4］。陈梦根等创新地提出了

数字经济测度理论， 确立了核算的方法， 测度了整体

的数字经济规模［5］。许宪春等构建了数字经济核算框

架， 明确了核算范围， 并利用现有数据对中国数字经

济增加值进行了测算［6］。综上可知， 测算数字经济的

评价尚未形成一致的指标体系， 虽然直接法能更为准

确地测度数字经济， 但是在城市层面的可操作性不强， 
很难在现有的统计体系下精确计算数字经济的增加值。

在开展数字经济评价的基础上， 有一部分研究

评估了数字经济产生的经济效应。如何宗樾等提

出数字经济促进了受教育程度较高群体的就业决

策［7］。范鑫利用异质性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发现， 进
口国数字经济发展有利于提高我国出口贸易效

率［8］。赵涛等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影响了创业活跃

度， 进而促进了经济高质量发展［9］。杨文溥认为数

字经济提高了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10］。杨昕等从

人口红利的角度提出了数字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加

快了劳动生产率的收敛［11］。

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因素主要涉及了经济密度、 基
础设施、 城市规模、 市场分割、 城市化和产业结构等， 
这些因素相互联系、 相互交织， 共同影响劳动生产率。

李彦等探讨了高铁服务供给对城市劳动生产率的影

响， 结果表明， 城市轨道交通和高铁服务供给均有利

于提高城市劳动生产率［12］。王智勇提出城市规模与

劳动生产率之间具有非线性关系， 与第二产业劳动生

产率表现为U型关系， 与第三产业表现为倒U型［13］。

卓玛草证明了城市规模与劳动生产率之间具有倒U型

关系［14］。吴昊分析了人力资本、 城镇化和产业结构对

劳动生产率的影响， 发现人力资本对提升劳动生产率

的效应最显著［15］。

与本研究相关的还有一类文献是信息技术与

生产率的关系， 尤其是新一代信息技术。随着信息

技术的迅猛发展， 大数据、 物联网、 云计算等新一

代信息技术广泛地渗透到经济的各个领域。信息

技术的应用并没有显著推动劳动生产率增长， 这种

现象已经在西方发达国家和部分新兴经济体中出

现。郭敏等认为存在人工智能生产率悖论， 人工智

能的投资降低了劳动生产率［16］。当然， 也有研究否

定了“信息技术劳动生产率之谜”， 如李廉水等提出

智能化提高了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17］。刘亮等利

用中国数据证伪了“生产率悖论”， 即人工智能提升

了全要素生产率［18］。根据上述分析， 关于信息技术

与生产率之间关系的争议仍在持续进行。

基于对研究现状的判断， 我们发现基于马克思主

义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来探讨数字经济对劳动生产率

的影响及背后机制的研究还鲜有， 但上述研究文献为

回答问题提供了基础， 也为本研究的边际贡献提供了

机会。具体来说， 本研究构建了数字经济与劳动生产

率的理论分析框架， 并建立了城市数字经济评价指标

体系， 通过测度 2011年—2018年全国 279个地级市数

字经济水平， 构建计量模型检验数字经济与劳动生产

率之间的关系及其背后的机理， 并深入刻画了中国数

字经济发展与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关系。

与现有研究相比， 本研究的贡献主要在以下四个

方面： 第一， 本文基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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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实证框架， 检验了数字经济与劳动生产率的关系， 
拓展了数字经济产生经济效应的研究边界。第二， 本
文从城市层面测度了数字经济水平， 分析了数字经济

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 并探讨了数字经济对不同产业

劳动生产率影响的异质性， 有力地补充了数字经济产

生经济效应的研究。第三， 本研究考察了数字经济影

响劳动生产率的机制， 并运用回归分析方法探究产业

结构升级、 创新创业在数字经济影响劳动生产率的路

径作用， 搭建了数字经济与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关系桥

梁， 反映了数字经济影响劳动生产率的机理与过程。

第四， 本文不满足于验证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 还进

一步考察了区域差异在数字经济影响劳动生产率中

的异质性， 为数字经济影响劳动生产率提供了更深层

次的经验证据。

1　数字经济时代劳动生产率影响因素新

解：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分析

劳动生产率是反映新时代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

心指标之一。对劳动生产率的研究历史源远流长。

法国重农学派的魁奈、 重商主义的代表经济学家李嘉

图、 马克思等都不同程度地探讨了劳动生产率的问题。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中提出对“工人的平

均熟练程度， 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

度， 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 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 
以及自然条件”［19］53这些影响劳动生产率的各种因素

的抽象。在当今中国， 推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

和时代化， 就必须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

与中国发展的客观实际相结合。为此， 本文拟立足于

数字经济发展进入快车道的时代背景， 运用马克思主

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 求得数字经济时代劳动生产率

影响因素的新解。

我们对数字经济影响劳动生产率的作用机理

也同样围绕马克思提出的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因素

展开论述：

第一， 数字经济对劳动者生产技能和素质技能的

影响。智能机器的推广运用使得生产运营过程按照

事先设定的程序进行， 并利用感知和视觉系统将实时

信息传输到后台， 操作人员只需进行必要的检查和监

督， 确保生产过程符合要求。因此， 新一代信息技术

提高了劳动者生产的熟练度和精确度。当然， 还有一

些学者认为数字经济的发展可能存在技能替代， 也可

能产生新的劳动需求。人工智能、 “深度学习”等技术

创新对劳动或资本产生技能偏向的替代性， 这就倒逼

劳动者再学习、 再技能化， 从而提升劳动技能素质， 
以满足更高层次的生产需求。

第二， 数字经济对科学技术创新的影响。移动

互联网、 大数据、 人工智能、 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

技术的发展， 推动了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 开启了

数字经济时代。数字经济以数字技术创新驱动为

牵引， 加快了数字技术与产业深度融合， 提高了产

业技术创新水平。数字经济推动了业务流程优化， 
为数字工厂建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加快了企业精

细化和自动化。企业利用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

术， 全方位实现在设备能耗、 工艺等生产运行过程

的实时数据采集， 形成了数据驱动的生产监控， 搭
建了数字化管理体系。工业互联网融合的应用提

高了产品研发设计、 制造与工艺优化、 产业链供应

链管理等复杂环节的生产水平， 形成了平台化设

计、 智能化制造、 个性化定制、 网络化协同、 服务

化延伸等新的融合应用模式， 推动了数字化新业

态、 新模式的发展创新。例如， 5G+智慧采矿的应

用， 搭建作业流程管控平台， 实现了对挖掘机、 采
煤机、 液压支架等设备的实时远程操控。国药集团

机器人流程自动化应用在财务、 销售、 采购、 人力

资源、 物流等业务场景， 实现了工作流程的优化， 
建立了跨部门的沟通协作机制， 提高了工作效率和

生产水平。中海油服通过搭建数字中心平台， 充分

挖掘数据资源价值， 集中开展数据采集清洗、 标准

制定、 资产梳理、 可视化管理等， 形成数据管理体

系， 构建集成果展示、 远程会议、 应急指挥为一体

的应急指挥应用中心， 实现业务优化， 建设工业互

联网网络化应用创新和推广平台， 以数字化方式赋

能海上油气勘探生产， 提高勘探生产的效率。

第三， 数字经济对拓展劳动对象、 劳动资料的

深度和广度及生产资料的利用率的影响。从劳动

对象角度来说， 数字经济依托数字化信息、 互联网

平台和数字技术创新， 使得开发劳动对象的范围更

广泛和高效。数字经济促进了新兴产业的快速崛

起， 如数字媒体设备制造和智能设备制造等数字产

品制造业、 数字产品租赁和数字产品零售等数字产

品服务业、 互联网金融和数字内容与媒体等数字要

素驱动业， 开发了数字健康、 数字资产、 数字家庭、 
智慧城市等业务场景， 充分利用了可再生能源、 合
成材料等打开了劳动对象的广度。从劳动资料深

化角度来看， 数字经济优化了数字基础设施、 数字

产权、 数字隐私等， 大大加深了劳动资料的深度。

千兆光纤网络、 5G 网络基础设施、 卫星通信和卫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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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感等空间信息基础设施， 算力、 算法、 数据、 应
用资源协同等一体化大数据中心建设加速推进， 培
育数据要素市场， 完善数据产权制度， 探索数据产

权保护和数据隐私保护制度， 这些均有助于深化劳

动资料的深度。数字技术也对传统劳动资料进行

了数字化的融合和改造。

第四， 数字经济对生产过程社会结合的影响。数

字经济提升了企业分工协作、 生产资料社会化使用和

组织管理效率。数字经济依赖的数字技术推动了网

络化分工协作关系的演化发展， 大大地推动了生产社

会化。数字技术将传统机械化、 流程化的生产过程改

造为网络化、 协同化的生产， 实现了现实经济空间和

虚拟空间的紧密衔接， 推动生产过程的数字化和智能

化， 塑造了新的生产分工和协作模式， 提高了分工的

灵活性和资源配置效率。随着数字技术在工业领域

的广泛应用， 传统的标准化生产转变为模块化生产， 
包括了工艺的模块化、 制造的模块化、 交付与服务的

模块化等， 这些模块可以分包给不同地区、 不同专业

的企业完成， 实现以更少的模块、 零部件更快速地满

足个性化需求， 提升了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开启了系

统和整洁的分工生产时代。企业可以利用数字化平

台实现多产品、 多产业、 多主体的相互融合， 提升用

户需求、 资源及服务匹配的精准度和效率。人工智能、 
大数据等在生产中的运用， 加速信息的存储、 扩散、 
传播， 使得数字技术赋能组织管理， 优化组织内部的

活动协同， 降低协同成本， 提高企业的组织管理和决

策效率。

2　实证策略与数据说明

2. 1　模型构建

为检验数字经济与劳动生产率的关系， 本文采

用中国地级市面板数据， 检验数字经济对劳动生产

率的影响， 本研究构建如下基本模型：

prodit = ϕ 0 + ϕ 1dig_eit + ϕ 2Tit + μi + δt + εit（1）
其中， 下标 i 代表城市， t表示年份； prod表示劳动

生产率， dig⁃e表示数字经济； ϕ1表示数字经济对劳

动生产率的影响； T表示控制变量； δt为时间固定

效应、 μt为城市固定效应、 εit为误差项。

为进一步讨论数字经济影响劳动生产率的作用

机制， 本研究构建中介效应模型来检验产业结构升级、 
创新创业是否作为数字经济影响劳动生产率的中介

变量。具体的检验步骤如下： 第一， 分析数字经济对

劳动生产率的影响， 主要关注系数 ϕ1； 第二， 分析数

字经济对中介变量的影响， 主要关注系数 χ1； 第三， 
分析数字经济、 中介变量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 主要

关注系数φ1、 φ2。通过以上系数的显著性及大小判断

是否存在中介效应， 具体的回归模型设定如下：

medit = χ0 + χ1dig_eit + χ2Tit + μi + δt + εit（2）
prodit = φ 0 + φ 1dig_eit + φ 2medit + φ 3Tit +

μi + δt + εit （3）

2. 2　变量测度与说明

2. 2. 1　劳动生产率

如何有效度量劳动生产率是本研究的重点。

现有文献中从不同视角来度量劳动生产率的指标

较多， 本文综合高帆的方法［20］， 采用各产业占比与

劳动生产率的乘积加权值来进行计算。通过这种

测算方式， 我们可以综合考虑各产业在城市经济中

的相对重要性和其生产效率， 从而更全面地评估城

市的整体劳动生产率。计算公式如下所示：

prod = ∑m= 1
3 yi，m，t × lpi，m，t，m= 1，2，3 （4）

lpi，m，t = Yi，m，t/Li，m，t，m= 1，2，3
其中， i为地区， t为时间， m为产业， Yi，m，t为产业增

加值； Li，m，t为产业就业人员； lpi，m，t为劳动生产率； 
yi，m，t为产业的占比。由于有的变量有量纲， 有的变

量没有量纲， 为消除量纲的影响， 本研究采用了均

值法确保劳动生产率不存在量纲。

2. 2. 2　数字经济

目前， 大多数文献在评估数字经济发展水平

时， 主要是围绕省份层面建立多维度指标体系， 但
城市层面的研究相对较少。为了确保数据的可获

得性， 本研究参考了赵涛等和郑淦文等研究所采用

的测度方法［9，21］， 建立了一个包括数字金融普惠和

互联网发展的评价体系， 以测度城市层面的数字经

济水平， 具体如表  1 所示。其中， 采用了北京大学

数字金融研究中心编制的 2015 年—2018 年省级数

字普惠金融指数①。

2. 2. 3　控制变量及中介变量

为了更准确地探讨数字经济影响劳动生产率

的效应， 本研究控制了以下变量： 1） 经济发展： 利
用人均 GDP 的对数值进行衡量， 以反映一个城市

的整体经济发展水平； 2） 人力资本： 利用大学生人

①   郭峰，王靖一，王芳，等：《测度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编制与空间特征》，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工
作论文，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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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与人口数量的比值来衡量， 以反映城市中劳动力

素质和技能水平的情况； 3） 金融发展水平： 利用年

末金融机构存款余额与 GDP 的比值进行衡量， 以
反映城市金融业的发达程度和金融环境的质量； 
4） 公共营运汽电车： 利用公共营运汽电车的对数

值进行衡量， 以反映城市交通系统的规模和运行效

率； 5） 城市人口： 利用各个城市年平均人口的对数

值进行衡量， 以反映城市的人口规模和结构特征。

本研究涉及的中介变量主要如下： 1） 产业结构升

级： 利用第三产业增加值与第二产业增加值之比进

行测度， 以反映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情况； 2） 创
新： 利用创新指数度量创新水平， 以反映技术和知

识的创造和运用； 3） 创业： 本研究借鉴黄亮雄等的

方法， 采用新增企业增长率来衡量创业［22］。

表  2 报告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包括

各个变量的均值、 标准差、 最大值和最小值等统计

特征， 为更好地了解数据的特点和分布情况。

2. 3　数据来源及描述性统计

本文构建了 2011 年—2018 年包含全国 279 个

地级市共 2 232 个面板数据样本， 主要样本数据均

来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创新指数来自复旦大

学的《中国城市和产业创新力报告》②。

3　实证结果与分析

3. 1　基准回归

首先， 本研究实证检验了回归模型（1）， 结果

如表  3 所示。

根据数字经济对劳动生产率影响效应的基准

回 归 结 果 显 示 ： 在 不 考 虑 控 制 变 量 的 影 响 时 ， 
第（1）列结果呈现了数字经济对劳动生产率的显著

正向影响。第（2）—（4）列结果显示， 加入系列控制

变量、 城市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后， 数字经济

指数（dig⁃e）的估计系数在 1% 统计水平下显著为

正， 也就是说， 数字经济对劳动生产率具有正向影

响， 即数字经济提升了劳动生产率。

根据基准回归结果可知， 数字经济有效地提升了

劳动生产率。本研究继续讨论数字经济对不同产业

劳动生产率的异质性影响效应， 结果如表  4 所示。

表 4 中， 第（1）列的因变量为第一产业劳动生产

率， 结果表明了数字经济的回归系数不显著， 也就是

说， 数字经济对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效应不显

著； 第（2）列的因变量为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 结果

显示， 数字经济的回归系数为正， 在 5% 统计水平上

显著， 即数字经济对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具有显著正

向影响， 因此， 数字经济提升了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 

②   寇宗来，刘学悦 . 《中国城市和产业创新力报告》 . 上海：复旦大学产业发展研究中心，  2017。

表  1　数字经济水平测度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互联网

发展

数字普惠

金融

二级指标

互联网普及率

相关从业人员情况

相关产出情况

移动电话普及率

覆盖广度

使用深度

数字化程度

三级指标

百人中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

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从业人员占

城镇单位从业人员比重

人均电信业务总量

百人中移动电话用户数

账户覆盖率

支付业务

货币基金业务

信贷业务

保险业务

信用业务

移动化程度

实惠化程度

信用化程度

便利化程度

表  2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prod
dig⁃e
lnpgdp
human
finance

population
transport

样本量

2 232
2 232
2 232
2 232
2 232
2 232
2 232

均值

1.055 0
-0.003 6
10.536 9
1.885 4
0.167 4
5.860 0
6.540 0

标准差

1.083 5
1.172 9
0.775 8
3.079 3
0.138 3
0.681 0
1.076 8

最小值

0.022 3
-1.420 0

7.536 9
0.018 2
0.037 1
2.970 4
3.367 2

最大值

10.090 3
12.640 0
13.185 0
84.536 0
2.480 0
8.833 6

10.564 3

表  3　数字经济影响劳动生产率的检验结果

dig⁃e

lnpgdp

human

finance

transport

population

Constant

城市固定效应

时间固定效应

N
R2

(1)
0.106 7***

(0.027)

0.904 6***

(0.060)
Yes
Yes

2 232
0.909

(2)
0.073 9***

(0.018)
0.413 8***

(0.091)
0.007 0
(0.011)

0.935 4***

(0.279)
0.107 8**

(0.044)
-0.463 5**

(0.174)
-1.463 3

(1.116)
No
Yes

2 232
0.934

(3)
0.106 2***

(0.036)
1.270 8***

(0.178)
-0.029 7

(0.029)
1.640 5***

(0.535)
-0.053 6

(0.075)
0.047 5
(0.057)

-12.481 0***

(2.050)
Yes
No

2 232
0.667

(4)
0.063 1***

(0.021)
0.593 8***

(0.134)
0.013 2
(0.011)

0.781 5***

(0.242)
0.079 2**

(0.037)
-0.3064*

(0.174)
-4.080 7**

(1.846)
Yes
Yes

2 232
0.935

注：*、**、***分别表示 p<0. 1、p<0. 05、p<0.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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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列的因变量为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 发现数字

经济促进了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提升。从影响系数

来看， 本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的

提升效应大于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的提升。综上可

知， 本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不同产业劳动生产率的提

升存在异质性， 数字经济对劳动生产率的促进效应主

要集中在第二和第三产业。

数字经济发展具有不均衡的特征。第三产业

是数字经济发展最快领域， 数字经济对第三产业劳

动生产率的提升效应最大； 第二产业的数字化转型

正在不断推进， 数字经济对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提

升具有积极效应； 第一产业的生产的自然属性使得

其数字化转型较为缓慢。例如， 农业生产受到自然

环境的影响较大， 难以实现像工业生产那样的标准

化和自动化， 这也导致了数字经济促进第一产业劳

动生产率提升的效应不理想。

3. 2　稳健性检验

表  3 和表  4 基于 2011 年—2018 年中国 279 个

地级市的面板数据， 指出数字经济的发展提高了劳

动生产率。为了佐证上述结论的稳健性， 这里进行

三项稳健性检验： 1） 控制回归样本偏差； 2） 调整

固定效应方式； 3） 进行外来冲击检验。

3. 2. 1　控制回归样本偏差

不同行政级别的城市在资源配置能力、 政治资

本及资源获取等方面存在差异。省会城市的行政

级别较高， 所占有的公共资源较多， 所获得的财政

资金投入和再分配资源也更多， 在资源分配和公共

资源管理上的权力也更大。因此， 数字经济对劳动

生产率的影响可能是因为省会城市的其他发展优

势， 而并非数字经济的发展。为此， 本研究将回归

样本锁定在非省会城市。如果数字经济对劳动生

产率的促进效应在非省会城市仍然成立， 则表明基

准回归结果具有稳健性。由表  5 第（1）列和第（2）
列可知， 数字经济提升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效应仍然

显著， 因此， 本研究的结论具有一定的稳健性。

3. 2. 2　调整固定效应方式

劳动生产率较高的城市， 数字经济的发展上可

能也具有“先发优势”， 可能导致本研究实证结果面

临内生问题。为了更全面地考虑数字经济广泛发

展可能带来的宏观系统性环境变化， 本研究控制了

省份固定效应、 省份与年份交互效应， 以更好地捕

捉到不同省份和年份之间的差异和变化的效应， 结
果如表  5 第（3）列所示。由表  5 可知， 数字经济促

进劳动生产率提升仍显著成立。因此， 本研究的基

准回归结果保持稳健。

3. 2. 3　外生冲击检验

为了增强数字经济与劳动生产率间关系的稳

健性， 本研究采用“宽带中国”试点建设作为外生政

策冲击③， 运用双重差分法评估其对劳动生产率的

影响效应。具体来说， 一方面， “宽带中国”专项行

③   为解决我国网络基础设施存在的网速慢、区域发展不平衡等问题，国务院关于印发“宽带中国”战略及实施方案
的通知，工业和信息化部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于 2014 年、2015 年和 2016 年确定了包含北京市、天津市、上海市、长
株潭城市群和石家庄市等 120 个“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入选示范城市（群）后，各个示范城市优化宽带发展环境，完善
宽带网络覆盖，提升宽带网络整体运行效率。

表  5　控制回归样本偏差

dig⁃e

policy

控制变量

城市固定效应

时间固定效应

省份固定效应

省份固定效应×
时间固定效应

N
R2

(1)
0.077 3***

(0.019)

-

Y
Yes
Yes
-

-

2 040
0.937

(2)
0.067 4***

(0.021)

-

Y
Yes
Yes
-

-

2 040
0.940

(3)
0.060 8***

(0.020)

-

Y
Yes
Yes
Yes

Yes

2 232
0.948

(4)

0.060 3*

(0.031)
Y

Yes
Yes
-

-

2 232
0.936

注：*、***分别表示 p<0. 1、p<0. 01。

表  4　数字经济对分产业劳动生产率影响的回归结果

dig⁃e

lnpgdp

human

finance

transport

population

Constant

城市固定效应

时间固定效应

N
R2

(1)
第一产业

劳动生产率

0.024 8
(0.015)
0.105 7
(0.138)

-0.018 8*

(0.009)
-0.055 3

(0.297)
0.081 1
(0.054)

-0.331 5
(0.198)
0.675 3
(2.444)

Yes
Yes

2 232
0.758

(2)
第二产业

劳动生产率

0.020 3**

(0.010)
0.641 6***

(0.127)
0.017 9
(0.010)

0.839 2***

(0.222)
0.061 9
(0.050)

-0.278 4
(0.171)

-4.344 2*

(2.244)
Yes
Yes

2 232
0.921

(3)
第三产业

劳动生产率

0.118 7***

(0.031)
0.364 3**

(0.173)
0.006 1
(0.015)
0.439 3
(0.273)
0.061 1
(0.041)

-0.423 5
(0.248)

-1.212 4
(1.597)

Yes
Yes

2 232
0.906

注：*、**、***分别表示 p<0. 1、p<0. 05、p<0.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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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提升了城市宽带能力， 建设了高速无线网络， 深
化了宽带应用普及， 促进了网络基础设施发展， 这
些都势必推动了数字经济的发展； 另一方面， “宽

带中国”试点推进的特点为准自然实验的政策评估

设计提供了可能。本文将“宽带中国”试点政策作

为准自然实验， 利用双重差分法评估“宽带中国”试

点政策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

表  5 第（4）列报告了双重差分模型的回归结

果。由表可知， 无论是否控制时间固定效应， “宽

带中国”试点政策（policy）的系数均为正， 至少在

10%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也就是， “宽带中国”试点

政策对劳动生产率具有显著正向的影响。综上， 本

研究的基准回归结果具有稳健性。

4　传导机制检验

上文的检验指出， 数字经济提高了劳动生产

率。本部分将采用中介效应模型， 试图回答为何数

字经济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我们关注数字经济促

进产业结构升级、 创新、 创业三个传导机制。

4. 1　产业结构升级

本研究采用中介效应模型检验产业结构升级

在数字经济影响劳动生产率的传导机制， 结果如

表  6 第（1）、 第（2）列所示。

表 6 第（1）列结果检验数字经济与产业结构升

级的关系， 显示数字经济促进了产业结构升级； 随
后， 本研究检验了数字经济、 产业结构升级对劳动

生产率的影响， 通过观察数字经济和产业结构升级

的回归系数大小及其显著性进行分析。根据表  6 
第（2）列结果显示， 产业结构升级的回归系数仍显

著为正， 数字经济回归系数的显著性未改变， 但相

比第（1）列基准回归结果， 数字经济回归系数系数

值大小有所下降。因此， 以上结果表明了数字经济

促进了产业结构升级， 进而提高了劳动生产率。

4. 2　创新传导机制

本研究采用中介效应模型检验创新在其中的作

用机制， 结果如表 6第（3）、 第（4）列所示。表 6第（3）
列结果检验数字经济与创新的关系， 表明数字经济对

创新具有积极影响； 随后， 在数字经济对劳动生产率

的回归方程中加入创新这一中介变量， 通过观察数字

经济和创新的回归系数大小及其显著性进行分析。

表  6　数字经济对劳动生产率影响机制的回归结果

dig⁃e

ind⁃prop

innovation

enterp

lnpgdp

human

finance

transport

population

Constant

城市固定效应

时间固定效应

N
R2

(1)

ind⁃prop

0.022 9**

(0.010)

-0.118 7*

(0.065)
-0.000 1

(0.004)
-0.160 7

(0.130)
0.050 6
(0.118)

-0.107 4
(0.100)

3.061 7**

(1.264)
Yes
Yes

2 232
0.802

(2)

prod

0.060 2**

(0.022)
0.124 7**

(0.049)

0.608 6***

(0.137)
0.013 2
(0.012)

0.801 6***

(0.244)
0.072 9*

(0.035)
-0.293 1

(0.181)
-4.462 4**

(1.903)
Yes
Yes

2 232
0.940

(3)

innovation

0.461 9***

(0.113)

0.949 0
(0.599)
0.0818*

(0.041)
0.544 8
(1.058)

-0.024 6
(0.198)
1.357 3*

(0.675)
-17.276 8*

(9.407)
Yes
Yes

2 232
0.892

(4)

prod

0.031 0**

(0.014)

0.069 4***

(0.008)

0.527 9***

(0.116)
0.007 5
(0.013)

0.743 7***

(0.219)
0.080 9*

(0.046)
-0.400 6*

(0.214)
-2.882 0

(1.878)
Yes
Yes

2 232
0.944

(5)

enterp

0.003 1*

(0.002)
-0.000 4

(0.012)
-0.001 2

(0.001)
0.029 9
(0.020)

-0.003 1
(0.008)

-0.018 7
(0.014)
0.187 9
(0.188)

Yes
Yes

2 232
0.452

(6)

prod

0.061 9***

(0.020)

0.365 4*

(0.206)
0.593 9***

(0.136)
0.013 6
(0.011)

0.770 6***

(0.240)
0.080 4**

(0.039)
-0.299 6

(0.176)
-4.149 4**

(1.887)
Yes
Yes

2 232
0.937

注：*、**、***分别表示 p<0. 1、p<0. 05、p<0.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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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第（4）列结果显示， 数字经济回归系数的显著性

未发生改变， 但相比第（1）列基准回归结果， 系数值

大小有所下降， 创新的回归系数为 0. 069 4， 且在 1%
的水平下显著， 以上结果表明了创新是数字经济促进

劳动生产率提升的作用机制。

4. 3　创业传导机制

本部分采用中介效应模型检验创业在数字经

济影响劳动生产率的作用机制。表 6 第（5）、 第（6）
列报告了创业在数字经济影响劳动生产率的作用

机制。表 6 第（5）列结果检验数字经济与创业的关

系， 显示数字经济提升了创业水平； 随后， 在数字

经济对劳动生产率的回归方程中加入创业这一中

介变量， 通过观察数字经济和创业的回归系数大小

及其显著性进行分析。表 6 第（6）列结果表明， 创
业的回归系数仍然显著； 与基准回归结果的系数相

比， 数字经济系数值大小有所下降， 上述结果显示

创业是其中的作用机制之一。

5　进一步分析

在上文的基础回归、 稳健性检验和传导机制检

验的基础上， 本部分进一步分析异质性效应。

中国的数字经济发展呈现出“东强西弱”的地

区异质性， 具体而言， 东南沿海地区具有突出的规

模优势， 而其他地区则相对落后。因此， 我们进一

步探讨了数字经济劳动生产率影响效应的地区异

质 性 。 表  7 报 告 了 地 区 异 质 性 的 检 验 结 果 。

第（1）—（3）列结果表明， 数字经济对劳动生产率的

影响效应在东部地区仍然成立， 在中西部地区不显

著。第（4）、 第（5）列结果显示， 沿海城市数字经济

对劳动生产率产生正向影响， 在非沿海城市该影响

效应不显著。综上， 考虑区域异质性后， 本研究发

现东部地区和沿海地区数字经济对劳动生产率的

积极效应更为显著。

6　结论与政策建议

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社会经济发展形态， 催
生了新业态、 新模式， 且逐步渗透到各个产业发展

和变革中， 然而基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发现， 新
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 未能加速生产率增长， 仍然

存在“劳动生产率之谜”。本文以中国为研究对象， 
测度了 2011 年—2018 年全国 279 个地级市数字经

济水平， 检验了数字经济与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关系

及其背后的影响机制， 展现中国数字经济发展与劳

动生产率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 数字经济显著提

升了劳动生产率。影响机制分析显示， 推动产业结

构升级， 促进创新和创业是数字经济提升劳动生产

率的重要机制； 数字经济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存在

区域异质性， 即这种促进效应在东部地区和沿海地

区更为显著。本研究结论通过了控制样本、 控制固

定效应和“宽带中国”政策外生冲击等稳健性检验。

表  7　异质性检验结果

dig⁃e

lnpgdp

human

finance

transport

population

Constant

城市固定效应

时间固定效应

N
R2

(1)

东部地区

0.075 6***

(0.007)
0.746 9*

(0.345)
0.212 7***

(0.040)
1.117 1
(0.634)
0.061 2
(0.093)

-0.220 4
(0.349)

-6.525 4
(5.901)

Yes
Yes
776

0.949

(2)

中部地区

0.000 1
(0.013)

0.461 6*

(0.211)
0.089 2***

(0.016)
0.525 1
(0.301)
0.033 2
(0.034)

-0.160 3
(0.227)

-3.481 1
(3.596)

Yes
Yes
792

0.912

(3)

西部地区

-0.040 1
(0.047)
0.188 7
(0.159)
0.008 6
(0.005)
0.042 3
(0.404)
0.055 2
(0.055)

0.137 9*

(0.071)
-2.253 3

(2.041)
Yes
Yes
664

0.941

(4)

沿海城市

0.187 0**

(0.075)
0.421 8
(0.340)

0.153 7**

(0.052)
0.730 8
(0.679)
0.076 5
(0.091)

-1.001 7**

(0.386)
1.684 0
(6.410)

Yes
Yes
400

0.957

(5)

非沿海城市

0.002 8
(0.012)

0.481 9***

(0.103)
0.014 9
(0.010)

0.585 4***

(0.182)
0.038 7
(0.033)

-0.077 3
(0.122)

-4.026 7**

(1.685)
Yes
Yes

1 832
0.935

注：*、**、***分别表示 p<0. 1、p<0. 05、p<0.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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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此， 本文衍生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 数字经济正成为推动劳动生产率提升的重

要驱动力。因此， 政府需要制定出台更多的相关政策

法规， 为数字经济的发展提供政策支持和法律保障。

企业需要加强技术创新和自主研发能力， 积极探索数

字技术与传统产业的融合， 提升数字化水平。同时， 
我们还需要重视人才培养和引进， 为数字经济的发展

提供充足的人才支持。此外， 加强数字安全和隐私保

护也是促进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前提， 确保数字经济

健康有序发展。推动数字经济发展还需要积极营造

良好的市场环境。政府应加强对数字经济相关企业

的支持和扶持， 鼓励创新创业， 推动数字经济新业态、 
新模式的发展。只有不断加强政策支持、 技术创新、 
人才培养和市场环境建设， 才能推动数字经济的快速

发展， 实现劳动生产率的提升。

第二， 数字经济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效应具有

异质性， 这预示着我国存在数字鸿沟， 区域数字经

济失衡的问题。我们应加快区域信息基础设施均

等化， 推动数字技术从东部沿海地区向西部落后地

区转移渗透， 鼓励东部地区的企业对中西部地区进

行技术转移和人才培训， 加快信息、 人才、 技术等

要素自由流向中西部地区。此外， 我们还可以通过

加强东西部地区的数字经济合作和交流， 推动地区

之间的数字经济合作和发展。政府可以鼓励企业

之间的合作和交流， 搭建东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合作

平台， 推动数字经济在中西部地区的快速发展。

第三， 产业结构升级和创新创业是数字经济提升

劳动生产率的中介机制。因此， 我们要坚持科技创新， 
加大技术创新投入力度， 营造鼓励创新的良好外部环

境， 进而通过技术创新解决制约生产率提升的核心障

碍， 实现高质量发展。产业结构升级是数字经济提高

劳动生产率的重要机制。数字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

升级对实现劳动生产率提升具有重要意义。要进一

步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促进要素自由合理流动， 
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进而提高劳动生产率。创业水平

提升也是数字经济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作用机制。为

此， 要改善创业环境， 增加金融、 创业政策等支持， 
激发创业者的创业热情和创业信心， 促进创业水平的

提升， 进而提高劳动生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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